严墓红色岁月之印记
徐佑永
严墓就是铜罗,铜罗原先叫作严墓。这里所说的严墓，是指严墓区，也就是包括铜罗、青云、桃源三大块，以及南麻与坛丘的烂溪塘以西地区。严墓区地处大三角（沪、宁、杭）和小三角（苏、嘉、湖）的交汇腹地，地方偏僻，河港密布，湖荡众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历来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
在1949年4月吴江解放的前后，严墓区为吴江县的第七区，辖有一镇十七乡：铜罗镇、严东乡、高路乡、天亮乡、开阳乡、太平乡、南麻乡、坛丘乡、善骏乡、龙泉乡、园通乡、西亭乡、集贤乡、青云乡、志和乡、广福乡、大同乡、桃源乡。
严墓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有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共党组织在严墓地区的建立和壮大，既有腥风血雨、损失惨重的年代，也有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浙西特委和新四军军部派员来严墓地区开辟工作，这片土地一时呈现了燎原之势，成为全吴江全县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抗日斗争的多项活动在这里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1937年，日本第10军在杭州湾北部金山卫登陆，11月12日，上海失守。部分日军向北沿苏嘉铁路、平浔公路长驱直入，进犯吴江县。11月18，日军侵占吴江县城。同期，吴江县各镇相继沦陷。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已先于11月17日迁至严墓西乡章奥村。不久，国民党吴江县党部也迁到章奥村。
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盛泽人沈立群为吴江县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司令。9月，在严墓章奥村正式成立沦陷区的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和抗敌自卫团。县政府下设8个区，配备了区长和相关人员。县政府设有民政、财政、教育三个科和财务委员会，另有谍报队、常备队和政工队。武装力量改编为三个保安团。由于大部分为敌占区，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散居在严墓镇周围多个村庄的农民家里，每天大家去章奥村大庙集中办公，各司其所。县政府（别称＂游击政府＂）立足路西严墓,来往于章奥村、雷墩荡、戴家湾等处，多数时间流动办公，进行各种方式的抗日斗争。坚持至1943年1月，日伪军以6千之众，水陆并进大肆“扫荡”严墓地区，吴江县政府撤离严墓去浙江山区，后又搬至安徽省宁国县云梯镇，直到1945年8月22日，吴江县政府才返回吴江城区。
下面，就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浙西特委、朱希、汪鹤松部队、“严墓惨案”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有关“党在严墓”的史实，分别加以综述。
一、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在严墓的有关情况
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江南一带的抗日武装，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委派党员丁秉成（原名陈显堂）来太湖地区开展工作，是由当时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的特科党员王绍鏊(同里镇人)介绍的。丁秉成一行来吴江县开展活动，由沈月箴(平望人)当向导,随来的有20多人。他们到吴江严墓乡下车家坝，住在一个庙里。车家坝庙就此成为特科党员活动和培训抗日青年骨干的阵地和秘密联络点。特科在吴江县严墓车家坝建立了中共吴江支部，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张琼英，宣传委员施光华。并且还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负责人丁秉成，委员有张琼英、施光华、华大闲、刘子荣。（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情报干部入党问题的规定，从参加“武抗”之日起，即为中共正式党员）。“武抗”成员编了若干小组，他们广交朋友，宣传抗日，在严墓当地青年中发展了一批“武抗”成员，有施家骅、金大鹏、肖心正等。沈月箴和特科党员施光华、“武抗”成员施家骅他们，常常聚集在雷墩荡、戴家湾连绵桑林的田野上，纵情高歌，唱着《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流浪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还在严墓镇上演出抗日短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出版期刊《敌忾》、《义旗》，主持召开民众抗日座谈会，并在镇上枫桥边张贴油印快报和漫画，吸引广大群众观看。（施光华离休在南京，施家骅离休在上海，均为军级干部）。
打入县级政府担任交通员的沈月箴，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层层关卡，不时往返于宜兴张渚至严墓章奥村，并及时秘密抄录重要的情报资料，送给特科党支部。她是由王绍鏊介绍加入“武抗”的，她的动人事迹有一系列：深入虎穴为抗日筹款、游说盛泽富家捐出枪弹、分批护送战友来吴江、随机应变泰然过敌哨、新加坡掩护抗日遭驱逐、香港咖啡馆秘密传情报、勇闯107弈楼取史料、桂林假称“夫妻”建奇功、淮南情报部协助潘汉年、胆识过人华中受夸赞、整理中央文档送延安、患病在沪为党仍奔走、蒙受冤案终昭雪……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吴江姑娘，柳亚子先生称她为“吴江花木兰”。她的传奇故事，今天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1939年5月，特科吴江支部书记丁秉成与钱康民（中共党员，松陵镇人，松陵公园纪念碑钱涤根烈士的儿子）建起了一支“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员兼政委。这是我党在吴江县直接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很快得到发展，并与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不料，8月23日，义勇军在七都隐读村西大桥基行进时，突遭国民党顽军62师有预谋的包围袭击，丁秉成、钱康民等7人当场壮烈牺牲，部队被打散。
丁秉成的爱人张琼英是1927年2月入党的老党员（1929年，她曾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党中央担任过内部交通。她在苏期间的中共党籍，先后由邓小平、周恩来亲自书写证明）。此时此刻，张琼英身为丁秉成的爱人、中共特科吴江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她强忍极度悲痛，连夜整理文件，赶写报告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上级党组织很快指示，决定外来的特科党员和“武抗”成员由张琼英负责，分批撤离严墓去上海。沈月箴临走前通知金大鹏、肖心正留下，与本地的同志一起潜伏下来坚持斗争。不久，金、肖就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吴成方接上关系，继续在严墓开展情报工作。张琼英到上海后，由组织上负责把她幼小的独子陈继业送上海难民收容所（直至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在胶东石岛找回小继业。）在此期间，她自己流着泪，毅然决然地去昆山投身“联抗”大队，并成为该队伍“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张琼英离休前为铁道部成都铁路局武装部长。）
二、中共浙西特委系统在严墓的有关情况
1938年5月，遵照上级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浙西中共党组织均派出党员骨干，先后来到吴江严墓开辟工作。
9月，中共党员庄绍桢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派遣，从安徽泾县来严墓，在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政工队队长。他在算墟庙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吸收盛泽、震泽、南浔、湖州等地20多名抗日青年参加。后大部分学员转为政工队员。庄带队到严墓镇、南麻、吴家浜等地进行巡回宣传活动,努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他还自编自导短剧《军队与老百姓团结起来打鬼子》。庄绍桢和县常备队的队员多次带武器去陶墩、乌盆兜袭击残害农民的土匪。庄在严墓地区发展了洪海泉等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先后输送了严墓镇上金再祥、陈有民、金衡、张斌、洪海泉等一批进步青年去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根据地。
同期，中共浙西特委所属的党员韩昌，在严墓地区水家港一带积极宣传抗日，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了“江南游击区民众抗日救国会”，并秘密发展党员。10月，韩昌介绍东水家港农民沈小娜（沈英杰，“救国会”大组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沈小娜家设立秘密联络点。沈小娜自己以跑乡剃头为职业掩护，走东乡，串西乡，进行联络和活动。
1939年5月，中共东水家港支部建立，沈小娜任书记，组织委员沈四宝，宣传委员沈二娜。这是严墓本地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也是吴江县抗日战争时期本地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1940年2月，中共严墓区委在三民浜成立，韩昌任书记。不久，又建立了中共姚浜党小组。韩昌奉命调回浙西后，区委工作由沈小娜负责。接着又建立了水家港妇女支部（书记沈彩珍）、南李家浜支部（书记张宝其）以及温吞浜党小组。
1940年初，中共吴兴县委书记王子达（虞路文）来严墓，与庄绍桢取得联系，此后，庄在严墓的活动归属浙西中共吴兴县委领导。
1940年8月，中共浙西塘北区委书记赵子扬（王士烈）调来严墓任区委书记。期间，赵子扬曾带领沈小娜等党员到严墓镇上散发传单，从北街三仙弄一直发到枫桥头北堍，上下门面对发。日军发现后追到大德塘桥，连续打枪，但一无所获，此事在群众中震动很大。党员沈小娜、沈阿五、沈四宝三人，每人从姓名中拿一个字，化名沈阿宝，在严墓四乡收集传递情报。日伪军为了抓沈阿宝，设置明岗暗哨，四出盘查，三人多次遭遇危险，但均化险为夷。
1940年冬，在中共党员的领导下,严墓区的算墟、竹里、志和、白区、太洪5个乡，在阳和桥道院召开了“联村会”成立大会，确定沈小娜任“联村会”干事长，盛友鹤为副干事长。他们谱写了“联村会”会歌，办起了夜校，教唱抗日歌曲，策划减租减息，为贫苦农民说理撑腰。“联村会”共发展会员400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在瑾下浜建立了中共苏浙特别支部，书记朱闻礼。后又建立了中共严墓镇支部（书记王化鹏）、茹菇斗支部（书记沈阿五）、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坛丘大谢支部（书记周炳发）以及八字荡党小组。
与此同时,中共浙西路东特委和中共吴兴县委同设在严墓水家港，特委书记朱辉、吴兴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贝纹、宣传部长赵金城、特委交通员陈浩天等驻在水家港。吴兴县委书记史烈青在严墓镇上的枫桥北堍开设“福泰兴烟杂店”，负责掩护特委机关，该店成为地下党接头和传递情报的主要活动场所。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则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配合开展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共浙西地下党地、县、区三级党组织同设在严墓地区。（朱辉离休前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三、有关“严墓惨案”的来龙去脉
1941年初,党员庄绍桢与浙西及特科发展的同志都汇集在严墓镇上,限于党的纪律,互相不公开身份，但彼此心领神会，默契配合，共同创办刊物，联合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庄绍桢通过严墓镇上的进步青年凌文华、邵耕耘（邵哲）、姚之英（姚魁元）、沈步青（沈波）等创办“严墓青年读书会”，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党员金大鹏、肖心正等支持进步人士、县政府税务局长马希仁发起开办“税训班”，招收了20多名学员，以中共党员为教师，培养抗日力量，帮助失业青年参加抗日工作。校址开始选在东亭村、后村，又迁至瑾下浜。“税训班”培养了抗日力量，学员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日战士。
期间，地下党员全力推动国民党三区区长（盛泽区）兼区抗敌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清志的抗日活动，其主要活动有：在茅塔乡伏击日伪军；处决奉命前来刺探军情的大汉奸“劈牌位”曹永生；夜闯盛泽镇枪杀“安清同盟会”会长叶冠和；冲破岗哨，当众击毙盛泽伪区长简汉青；潜入盛泽清敦桥民众教育馆枪击日军伍长；顽强攻打汪伪“绥靖队”；用炸弹袭击震泽日军开会会场；梅堰车站伏击日军军车等。在日军严守的据点中，接连发生被惩处事件，使敌人惊恐不安，人民倍受鼓舞。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严墓镇周围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杂牌军，又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和平军，情况十分复杂。严墓的中共党员与抗日青年在日伪夹击中进行斗争。反共浪潮不断在暗中涌动，国民党顽固派时时抬头，反动势力叫嚷“县政府里有共产党活动”，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大批“忠救军”涌入吴江县，四处布置暗哨，加强特务密探活动，搜捕共产党人。“忠义救国军”是国民党的一支特种武装部队,由军统局长戴笠兼任总指挥,基地在安徽广德一带。此时以少将阮清源为司令的“苏嘉沪挺进纵队”已开进并驻扎在芦墟、莘塔一带。
日军在吴江县分区梳笆式的反复“清剿”，修筑封锁线，编组保甲制，设立检向所，盘查来往行人和船只，白色恐怖笼罩严墓。不久，令人震惊的“严墓惨案”就发生了，揭开了吴江反共高潮的序幕。
日伪军先是到处乱窜，大规模掠夺和纵火，大肆搜捕嫌疑分子。盛泽“升记”绸庄一职员被逮捕审讯，牺牲在吴江监狱。县政府联络员孙葆纯（又名“老奎”）突遭逮捕，被押到盛泽风水墩秘密杀害。3月，盛泽日军由汉奸带路，包围坛丘暗中浜，三区抗日自卫队特务长施明与自卫队情报员许永蓼迅速向四十亩荡转移，敌人紧追不放，并开枪射击，二人奋力跳入四十亩荡，日军疯狂滥射，他俩血染湖荡，时年均为24岁。俞清志得到噩耗，率队星夜赶回，遗体运到严墓杏花村竹里庙，大家一起悼念这两位英勇牺牲的战士，挽联上写“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横幅“死重泰山”。
日伪军大肆扫荡严墓地区，铜罗镇党支部书记王化鹏和党员沈步青被捕，送至吴江宪兵队关押。王化鹏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沈步青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越狱成功，沈带出了王写在火柴盒上的短诗《布谷鸟又叫了》，王用短诗向组织和同志们诀别。日军视王为重犯，移到上海军事法庭，后将其杀害于南京汪伪监狱，时年25岁。
在这段时间里，“忠救”四出搜捕中共党员，先秘密逮捕税务局进步青年袁璋，接着多人突入瑾下浜，捆绑了县政府工作人员沈文潮，虞仞千，后将沈、虞、袁三人秘密活埋于江浙边界的桑林中，沈时年26岁，虞、袁均为20岁。
同期被害的还有：税训班成员张振镛，在镇郊大德塘桥边被杀；县谍报队队副李眉安和队员阿标也被杀害；进步青年马希贤、方克明被秘密杀害于芦墟汾湖。中共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亦被特务队逮捕，区中队指导员蔡允中（中共党员）闻讯带区中队及时赶去，反扣了特务，赵子扬出走新塍。党员庄绍桢亦遭遇特务被捕，后因熟悉地形，夜间趁敌不备，机智脱身，离开严墓去苏北解放区。
其时，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多名区长身处敌占区，为抗日斗爭而捐躯。其中有第八区（平望区）区长吴陆桐被日军警备队逮捕杀害，时年29岁。尔后，第二区（同里区）区长周石泓被日军宪兵队杀害，时年44岁。为纪念他，同里人在仁济道院（南观）内设纪念馆，立纪念碑，并将星南乡改名为“石泓乡”。第三区（盛泽区）区长俞清志早就引起敌特的注意，敌人对他恼羞成怒，已公开悬赏二千大洋捉拿俞清志。1943年1月10日，经密探报知，俞清志要去严墓镇缴三区田亩款。是日上午，当俞清志出现在严墓镇西汇街上时，暴徒突然向俞后背开枪，俞急速拔枪，已被第二枪击中要害，倒在河桥台阶上，暴徒又连发二枪，俞清志就这样牺牲在残暴的反共魔掌中，时年27岁，儿子小勇健只有2岁。
1943年1月18日，驻吴江的日军宪兵队队长八木留治郎率200多日军去乌镇挨户搜查，胁迫百姓指认“支那兵”。日军大肆掳掠后，抓捕53人，连环绑缚，押往严墓，关在沈家场北玉皇浜的日军宪兵司令部里（日宪兵司令部驻扎于“荣泰酱园”内）。日军将这些人严刑拷打，用刺刀乱砍乱戳，进行集体屠杀。有的被一刀戳中要害，当即死去，有的被连刺多刀还在痛苦呻吟，场面极为惨烈。除木匠胡茂生一人被砍昏死过去后于次日死里逃生外，其余52人全部遇难。
与此同时，国民党县政府第七区（严墓区）区长钮骏与其父钮善（钮锡卿，时任县政府二科科长）同时惨遭日军杀害，被碎尸沉于湖中，当时一起被害的还有俞旭初、金福熙、沈宝生等6人。严墓民众为纪念被害的钮氏父子二人，将思源桥更名为善骏桥（又称“父子桥”），将钮氏父子出生地中北乡莫家港命名为善骏乡，并建起“善骏堂”。曾在二十年代两度担任吴江县县长的杨天驥（同里镇人），特为纪念钮氏父子而建的“善骏堂”撰文并书写了《善骏堂记》。
第六区（芦墟区）区长张文奎在芦莘厍大扫荡时，被日军抓获，关押在吴江监狱，遭受酷刑，后脱逃。潜返原籍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在金家坝东洋村与日军的战斗中，终因寡不敌众，战死在油菜田里，时年37岁。为纪念张文奎，县政府将问安桥改名为“文奎桥”，将厍北乡改名为“文奎乡”，在北厍小学校园内树《文奎纪念碑》。第三区（盛泽区）接任区长张品泉，后改任第六区长,率部驻扎在南町村（现属金家坝），遭日军侦悉袭击，该部伤亡殆尽，张被日军杀害，年仅36岁。第一区区长（城厢区）王岳麓,抗日斗争开始，在南麻龙泉嘴北麻寺开办并主持自卫团训练所,一天突遭日军包围逮捕,受尽酷刑致残,后因旧病复发去世，县政府将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一度改名为“岳麓公园”，以示纪念。第五区（震泽区）区长沈建勋，后任县政府一科科长兼县政府秘书，从事敌后抗日游击活动，日夜奔波不息，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浙江孝丰山中。还有，县政府独立大队大队长吕逸群，在南麻相交桥遭日军袭击，率部突围后，奉令驻防严墓的蔡庄。在日军第二次对严墓清乡时，吕被日军抓获，关押至吴江日军警备队，备受酷刑，后被汪伪省高等法院判处徒刑10年，直至抗战胜利才获释。在吴江县游击政府的区长中,抗敌殉难者多至8人。
解放后，党和政府已追认了丁秉成、钱康民、沈文潮、虞仞千、王化鹏、陈有民、俞清志、姚之英、沈步青等为革命烈士。
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中，地下党组织顽强地坚持斗争，中共嘉兴县委特派员沈如淙被派来负责联系严墓地区的党组织。同时，沈如淙受命恢复中共大谢党支部，并在周边集镇和农村秘密发展党员，扩大活动范围，潜伏力量，以待时机。
四、朱希、汪鹤松部队在严墓的抗日活动
1937年11月，在淞沪抗战中奉命断后、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国民党陆军第25军13师77团，在代理团长朱希中校（二营营长）的率领下，最后离开阵地。是年冬，朱希受命改编为第13师游击队，深入敌后打游击。
1938年3月，朱希把司令部驻扎在乌镇南栅嵇家汇，让副司令汪鹤松带部队驻扎在严墓镇上的南街小学及近郊的南园。乌镇和严墓就此形成掎角之势。
在这段时间里，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调派党员徐洁身等进入朱希、汪鹤松部队，部队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党员广泛开展民运工作，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众抗日救国会”。党支部帮部队建立了政治部，使该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提高。部队开设了干训班，建立了青年服务团、妇女工作队、少年先锋队；创办了《铁血》、《民舌》、《战声》等抗日小报；演抗战剧目，唱抗战歌曲，热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部队收复了不少沦陷的村镇，开辟了一块以乌镇、严墓为中心的，包括新塍、双林等地的游击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扩编为5个团、9个直属大队和1个机动连，人数一度激增达万余人，成为江浙交界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其时该部队又奉命改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一路武装，朱希被任命为少将指挥官。
汪鹤松副司令多次率部在严墓周边打击敌人。是年6月20日，日军一个分队从南浔乘汽船进犯严墓。在严墓岳王庙遭汪部22中队痛击，丢尸4具。当天下午，日军又派近二百人赶来报复，从严墓后经桥登岸进入镇北面，隔河向汪部猛射。汪鹤松率部顽强抵抗，日军几次冲过石桥，均被歼灭。激战至晚，日军被迫拖了一船死尸败走，汪部缴获了三艘日军补给船。部队又夜袭南浔、震泽。在南浔南郊康王寺桥发起攻势，猛攻市中心，南浔镇为部队克复。不几日，又东袭震泽，冲进敌伪司令部，缴获大量战利品。
11月，日军调集盛泽、震泽、南浔、嘉兴、桐乡、崇德、杭州等据点近万人，配以飞机、汽船，分多路扑向乌镇和严墓，决定用武力消灭朱、汪部队。6架飞机狂轰滥炸，朱、汪率部撤出乌镇、严墓，日军四处追踪，后被围在练市钟家墩。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水庄，地势十分不利，血战一昼夜，朱希部队被打溃，除副司令兼二团团长汪鹤松率部分武装杀开一条血路，拼死冲出重围外，其余部队均被日军围歼于钟家墩。三团团长王玉麟等以身殉国，党员徐由整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司令朱希也靠当地农民邱阿采冒死相救，借助一只菱桶黑夜泅水过河，才幸免于难。日军把虏获的妇女押解到汽船上百般凌辱；对少年先锋队被俘的19名士兵，野蛮地用一条粗铁丝戳穿每个人的手掌心，拉了一长串；对不少战俘还灭绝人心地进行开膛破肚，所有战俘无一生还。当地村庄上有40多名村民遭无辜杀戮，港北一邱姓农民全家7口被杀绝。
1939年春节后，朱希为重振旗鼓，让副司令汪鹤松率领第八大队重入游击区，收集离散队伍。3月18日，汪鹤松带第二团一个营100多人来到严墓地区，进驻巴家斗、平桥浜、广福村一带。此时，中共浙西特委为加强严墓汪部中共党的力量，派中共党员徐进、郑衡等到严墓汪部，郑衡任部队政训处主任。他们出版《铁血周报》，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救国会”，成立“农村妇女姐妹会”，发展会员好几百人。不久，朱希也亲率一个连，从孝丰赶到严墓算墟庙，与汪鹤松的先遣队汇合。
时任中共浙西特委宣传部长兼朱希部队中共党支部书记的徐洁身，两度被部队派去安徽屯溪新四军军部联系，面见了项英副军长。皖南新四军军部派出了第8大队大队长周达明（中共党员）到严墓，担任部队参谋部主任。严墓汪部也派出周蔚昌（震泽镇人）、姚文斌、沈世钧（严墓人）等进步青年到安徽泾县云岭参加新四军，接受培训。（周蔚昌离休在南京，为正军级干部）
期间,朱希、汪鹤松决定主动突袭敌人，摧其一部，以挫败敌人的气势。在一个雨夜，部队悄悄地从算墟庙向严墓镇方向移动，准备打击镇上的两个目标：一是炸毁日军停泊在镇枫桥河上的汽艇；二是攻打日军驻守的临时据点银行楼。二更左右，战斗打响了。由于黑夜。适逢倾盆大雨，士兵推进缓慢。镇外围的守敌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密集的火力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司令朱希曾一度率队冲入严墓镇内，但因日军用轻、重机枪严密封锁，银行楼的窗口不停喷射出猛烈的火焰，士兵无法靠近。司令朱希腿部中弹负伤，副司令汪鹤松指挥部队撤回原农村驻地，朱希由医务室主任沈栋陪同离开严墓去安吉疗伤。
是年4月13日，有5艘日军汽艇从乌镇出发，开往南浔，中午将途经桃源阳和桥。汪鹤松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后，下达了伏击命令。驻在严墓雷墩荡的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常备队亦奉命前来助战。（此时，汪鹤松已兼任吴江县抗敌自卫团副司令）。汪将部队埋伏在南、北两座阳和桥之间，在沿河两岸的桑林里安排兵力。当第一艘、第二艘汽艇驶进南阳和桥后，两岸各种武器猛烈开火。日军猝不及防，两艘汽艇中弹沉没，艇上日军30余人全部丧命。第三艘汽艇慌忙掉头，与后面两艘一起仓促靠岸，架起三挺机枪猛烈反扑，激战了两个多小时。这一仗共消灭日伪军120多人。直到夜晚，日军才来打捞尸体，拖走被毁汽艇，并放大火焚烧了汪部埋伏的村庄。
尔后，汪鹤松还成功袭击了敌军在苏嘉铁路平望与盛泽之间的金家池站，炸毁日军戒备森严的新建弹药库及平望北斗桥村旁的68号铁路桥。接着，汪鹤松又几次率部到竹里庙、田心庙、蒲鞋浜、日辉坝周围出击敌人，袭扰严墓周边的日伪据点，使苏嘉湖边境的敌伪军昼夜惴惴不安，汪鹤松部队成为楔入江浙边界敌占区的一把利刃。严墓镇上的日军深深地知道,抗日游击队就潜伏在他们的四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记：朱希负伤离开严墓后，担任浙西行署少将保安司令、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解放后在湖州市开设广丰米厂，担任新湖公司总经理、省人大代表、湖州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5月突发心肌梗塞故世，时年58岁。1983年6月，右派问题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朱希一直被江浙交界的广大民众誉为抗日英雄。）
五、解放战争时期有关“党在严墓”的一些概况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华中分局指示，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决定把浙西、苏南两条线的地下党组织统一领导，由此，吴江县南部严墓、坛丘地区的15个党组织也统一在上海外县工委领导之下，当时该地区有党员100多人，仍由中共嘉兴特派员沈如淙负责联系。在此期间,严墓地区又建立了桃源李家坝党支部，书记沈甫章。
1947年9月11日，在平望溪西乡顾家扇小学教书的中共淞沪工委系统的女党员蔡瑛（蔡毓文），在上海因“益新”糖果店联络站出事累及被捕，上海《大公报》刊登了《被人控告是共党，女教师一度被捉》的消息。中共淞沪工委委员陈伯亮火速从上海赶到平望，通知中共青（浦）吴（江）工委书记金亮（刘世和）立即撤离溪西乡。金亮从平望匠人湾紧急转移到严墓镇,与党员陆琪（陆文英）一起,在严墓镇上南街的一个草棚里摆了个杂货摊,作为立足点,继续领导该系统吴江地区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金亮离开严墓镇去桐乡。
是年冬，中共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来坛丘、严墓地区筹备武装。在大谢乡乌龙浜党员钱福宝家秘密开了两个通宵的会，参加的有:中共浙西特派员罗希明、中共嘉兴特派员沈如淙、中共浦南工委委员肖斧及当地几位支部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了在江浙两省交界农村开展武装活动的问题,与会人员仔细察看了大谢至严墓之间的地形,并在夜色中兜了一个大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地区群众基础好,周边和四个县交界,回旋余地大,确定要在这一带搞武装,还曾作出了要在该地区搞100个联络点的计划。
1948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五，新塍庙会），党组织为解决武器问题，决定去缴新塍国民自卫队的枪。当天，由大谢支部党员顾阿坤、潘天扬动手，钱福宝在家联络。顾、潘两人袭击了国民兵队，夺走了班长的短枪。吴江县政府派县警队到大谢乡抓人，顾、潘紧急撤走去青东支队，钱躲在家里屋顶墙角逃过一劫，后去上海隐蔽。党员顾春泉（顾阿二）的妻子、党员沈沛乾和乡、保长等被抓走，遭严刑逼供，后经营救幸免于难。
5月，为加强淞沪与杭嘉湖地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决定将淞沪工委与杭嘉湖工委合并，成立淞沪杭嘉湖工委。工委成立后，又决定在吴江、嘉兴地区建立中共吴（江）嘉（兴）工委，统一领导江浙交界一带的党组织。并调浦南特派员金佩扬任工委书记，金亮、沈如淙为工委委员。（金佩扬解放后为吴江县首任县委副书记，金亮离休前为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沈如淙离休前为嘉兴市政协主席。）
在此期间，金佩扬、金亮、沈如淙、陆琪、沈小娜等先后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去上海等地的运枪工作，“夺枪”、“运枪”为创建党的武装奠定了基。
是年7月，中共吴嘉工委从严墓、坛丘的地下党员中挑选10名骨干，配备10支短枪，成立吴嘉武工队，以宣传群众，扰乱敌人。队员相互间不叫名字，只呼代号：老大、老二、老三……其中，严墓沈小娜为“老大”，顾春泉为“老二”，沈如淙为“老三”，钱福宝为“老六”，金佩扬称“老八”。
1949年初，吴嘉工委决定组建吴嘉湖独立团，吴江县严墓、坛丘一带有25名党员参加，携带了步枪10支、短枪13支，到新农乡新桥庙集中，加入了吴嘉湖独立团，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解放。临解放时，独立团还接到过周恩来签署的电报，命令部队进驻南浔嘉业堂，保护藏书楼（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由严墓、坛丘的地下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独立团第一连，在连长沈小娜、指导员胡国均、钱福宝的带领下，连夜赶往南浔，武装保卫嘉业堂藏书楼。其时，曾遭匪特突袭，守卫的战士还为之付出过血的代价。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79师236团先头部队率先从震泽镇经严墓区去乌镇、新塍，向嘉兴挺进。至此，吴江县全境解放，吴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今天我们重温“党在严墓”这段历史，以进一步理解“没有昨天哪有今天”的道理。我们了解昨天，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规划明天。党的优良传统，应该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不忘初心，勇于前行,凝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
先辈的业绩彪炳史册,历史的华章光照千秋。
